
70 清华校友通讯

我与清华

1958 年秋，我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

电子学系学习，1964 年秋毕业留校任教，

在清华工作了整整 20 年。其间，1964—

1966 年在北京郊区参加了两期农村“四

清”；1966—1970 年经历了清华园的“文

革”和武斗；1971—1978 年，随无线电

系迁至四川绵阳，创建清华大学绵阳分

校；打到“四人帮”后，无线电系重迁清

华园，1978—1984 年，我参与了系里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后担任教研组党支部书

记。1984—2000 年，由清华大学调往国

家科委（现国家科技部）工作，先后任处

长、司副总工程师及副司长等职务。特别

是在 1990—1991 年，我担任国家科委陕

北科技扶贫团团长并兼任延安地区行署副

专员，指导与参加陕北地区的科技扶贫工

作。1995—1997 年，由国家科委下派四

川省绵阳市，担任副市长两年，指导“科

技兴市”工作。2000 年底从国家科技奖

励办公室领导岗位上退休，回到清华园的

蓝旗营小区生活。退休后，被中国老教授

协会聘请先后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

兼秘书长等职务，在中国老教授协会工作

十余年。至 2014 年，我践行了蒋南翔校

长提出的“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

要求。回顾这五十年，尽管国家巨变，岁

月峥嵘，但清华情结，牢记心间。

1984 年秋，通过师弟冀复生（1966

无线电，曾任国家科委高新技术司司长）

的推荐，在征得学校和系里有关领导同意

后，我由清华大学调往国家科委，先后从

事科技财务管理、科技行政管理、科技企

业管理和全国科技奖励管理等工作。在科

技战线工作 16 年中，印象最深的是参加

基层的“科技扶贫”和“科技兴市”工作。

1991 年整整一年，我作为国家科委

陕北科技扶贫团团长（同时兼任延安地区

行署副专员）进驻革命圣地延安，负责陕

北延安、榆林两个地区 25 个县的科技扶

贫工作。当时西安至延安未通火车，又无

高速公路，北京飞往延安的小飞机每周只

有一个航班，交通极为不便。记得我们首

次从北京赴延安是乘坐运七小飞机，整整

费时三天。第一天中午到首都机场待机，

晚 6 时通知飞机停飞，人被送到有关旅馆

过夜；第二天早上专车把我们拉到机场，

回忆我的科技扶贫、科技兴市经历

○魏志渊（1964 无线电）

魏志渊学长与夫人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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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下午 5 时才登机起飞。但飞机只

到太原，乘客停歇在太原机场旅馆。当时

尚无手机，通讯不发达，延安方面未接到

人，北京科委方面不知扶贫人员下落，双

方干着急，甚至打电话给我家询问下落，

还引起家人的较大恐慌。直到第三天上午，

运七飞机才晃晃悠悠地从太原机场起飞，

中午抵达延安。正常两个小时的航程，我

们整整飞了三天！

那时下基层工作绝非“镀金”，都有

一股革命干劲。扶贫团长驻陕北，经常下

乡调研扶贫项目，几个月才回一趟北京休

整。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

第一，我们的足迹走遍了延安地区的

13 个县和榆林地区的 7 个县，深入农村

和农户，亲身经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吹过”的情景。可以说，我们

的行动是现在“走基层”的先行者。

第二，改变了过去的扶贫方式，变“输

血型”为“造血型”。即不把扶贫的钱款

平均分给农民作救济款，而是携带部分科

技开发经费支持当地有发展前景的科技支

柱产业。现在已经形成气候的陕北富士苹

果、黄河之滨的虎头大枣和土豆深加工产

品等，都是当时国家科委扶贫团首先开始

资助和扶持的。

第三，1991 年一年之内，通过精心

策划和有效协调，成功地邀请了当时两位

国务院领导——国务委员宋健、陈俊生来

陕北考察，指导扶贫工作，并且在延安隆

重地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全国科技扶贫工作

经验交流会，提升了陕北地区和扶贫工作

的软实力。

1991 年底，当我从榆林地区的绥德

县前往米脂县考查时，途中发生了车祸，

造成严重的脑震荡和脑挫裂伤，只好回京

治疗，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扶贫工作。

“听话出活”是清华人的优良传统，

也是社会上愿意使用清华人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西北地区科技扶贫工作结束三年之

后，我又响应国家科委的号召，奔赴西南

地区“科技兴市”。1995—1996 年，我

1961 年 9 月，清华大学团委宣传部全体干部合影。第一排右 7 为魏志渊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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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国家科委军转民“科技兴市”重点联

系和实验市——四川绵阳市，任职副市长，

分管科技、高新技术开发区、教育等工作。

在我担任副市长两年期间，走访了绵

阳市所属的 9 个区、县（市），与中国工

程物理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中心和中国

航空工业总公司 624 研究所等国家重点国

防研究院所，以及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涪

江有线电厂等国营军工大型企业，保持着

良好的工作关系，协助绵阳市委、市政府

加大军转民科技兴市力度，实施“3115”

科技工程。两年中筛选和提出启动项目

75 项，安排启动资金 2200 万元，完成投

资近 5 亿元。这些项目预计新增产值 120

亿元，新增销售收入 70 亿元，新增税收

25 亿元。为了推进绵阳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的第二次创业，我为市委、市政府组织

协调和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绵阳高新

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决定》，为其二次

创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和政策环境。刚建

5 年的绵阳开发区，当时其综合经济指数

排序已进入全国 51 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前

20 名。尤为可喜的是，开发区通过几年

改革实践和有意识的锻炼，逐步培养了一

批年轻干部，四川省委充分重视和肯定开

发区干部管理和培养的做法，并于 1996

年 9 月 5 日在《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并加

编者按，介绍和推广绵阳开发区的经验。

1996 年 4 月，我在绵阳市还和清华校友、

学弟吴靖平（社科系研，现任四川省委常

委兼宣传部长）一起，组织当地清华校友

数百人，欢庆清华建校 85 周年。

如今，绵阳市的经济实力已由清华大

学绵阳分校所在时期（1976 年）的全省

第 8 位，跃升到我离开时（1997 年）的

全省第 3 位，仅次于重庆和成都（当时重

庆尚未直辖）。绵阳的“科技兴市”已开

出灿烂之花，初步结出丰硕之果。

退休之后，通过张慕葏学长的动员、

推荐，从 2001 年，我在中国老教授协会

又工作了 14 年，实践了“健康地为祖国

工作 50 年”的口号。

在协会工作期间，最感充实和颇有成

就感的是，从 2010 年起，历时 4 年多，

完成了受教育部社科司和科技司委托开展

的《大师风范》专项课题研究工作，并组

织撰写《大师风范》（“人文社科类”和“自

然科学及工程科学类”）丛书。丛书遴选

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学科领域卓有建树

的 66 位学术大师，组织了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

北师大、复旦、浙大等 30 余个单位的 87

位专家、学者 , 分别对相关材料进行调查

研究并成文结集。

2014 年 6 月于蓝旗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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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从事其他工作的清华同学，我们

这些通过学校选派挂职走向地方工作岗位

的干部，都是在母校的大力推荐下才有了

最初的工作机会和后续的发展。母校不仅

传授给我们知识技能，赋予我们干粮猎枪，

还给予我们无尽的关怀帮助，为我们搭建

了最初的事业平台。无论走到哪里，我们

都要不辜负母校的期望和重托，用实际行

动体现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精神，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无私

奉献，在国家新一轮发展进程中展现清华

人的身影，体现清华人的价值。

（原载《天府清华人》2014年 5月）


